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四“性”
——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为例
江苏  张洪安
[bookmark: _GoBack]摘要：高中语文课程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但如何在语文课程及其教学视域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语文学科革命文化教学除了要关注革命性和文化性这两个固有特性外，还要从内容题材、主题思想、学习目标、文化传承等维度特别关注女性、人性、审美性和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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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而其中的“革命文化”是语文课程文化建设的新取向和新要求。新课标在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分别设置了“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两个学习任务群，旨在将革命文化提升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所谓“革命文化”，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激励中华儿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凝聚中国精神、汇集中国力量、展现中国风格的文化形态”[1]。可以说，革命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现形态，而且发展了中华文化的思想谱系，进而成为思想教育或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在语文课程中渗透与学习革命文化，既是对语文教育文化价值导向的澄清，也是对语文教育以文化人功能的确认。那么，作为一线教师究竟应该如何在语文课程及其教学视域下开展革命文化教学呢？对此，笔者结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相关选文，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分析，认为语文学科革命文化教学，除了要关注革命性和文化性之外，还要关注以下四“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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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女性”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反映中国妇女由愚昧到觉醒再到抗争的历史。可以说，革命文化的积淀与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而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学作品，是承载和落实革命文化教学的主要抓手，其中有不少篇目就是围绕中国妇女形象来书写的。她们虽然隐藏于文字背后，默默无声，但却生动诠释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妇女的众生相。如《包身工》中奴隶一般的“芦柴棒”与小福子，《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中国而死的知识青年刘和珍与冯铿，《小二黑结婚》中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芹与利用迷信骗人钱财的三仙姑，《荷花淀》中积极支持丈夫参军的水生嫂，《党费》中为保护同志而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黄新……所以，切勿忽视革命文化中的“女性世界”或“女性力量”，它应成为文本解读的重要内容取向。此外，这些个性化的女性形象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生存于群体中的个体，是群像中的个像。如《包身工》采取点面结合的手法来写，“芦柴棒”与小福子是个像，而包身工整体是群像；《荷花淀》不仅仅写水生嫂，还写了她周围的几个妇女；《党费》亦是如此。
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学作品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力求将人物放在情节演进中动态地予以展示，使其完成性格的蜕变。比如《百合花》中的新媳妇，是典型的个像人物，被小通讯员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感召，由在异性面前忸怩不安，转变到一针一针地为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肩上的那个破洞；由借被子时的心有犹豫，转变到将新被子铺盖在牺牲的小通讯员身上。再比如《荷花淀》中的“水生嫂们”，是典型的群像人物，她们经过一场遭遇战的洗礼，最终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士。此外，考察革命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觉醒与转变，还要注意人物的身份及其生活的特定时代。如《党费》中的黄新，是1931年入党，丈夫卢进勇又是红军，她生活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随时会被叛徒出卖，久经血与火的考验，自然要比新媳妇和水生嫂显得更为成熟与机警。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不仅要通过整体感知、文本细读等，引领学生切实体会革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还要通过情境化任务，进一步调动学生探讨的欲望，将其与现代女性进行比较，从而挖掘和提炼出不同时代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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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人性”
如果说“女性”是对革命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维度的考量，那么“人性”就是对革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维度的考量。因为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的产物，所以它理应内含人性的本真和闪耀人性的光辉。换言之，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不能以阶级性扼杀人性，要充分体现人性的关怀，展示人性的力量。如《记念刘和珍君》中有一段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作者并不是完全站在阶级的立场控诉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而是从人性的高度予以愤怒的谴责，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再比如《包身工》的作者将“包身工”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与船户养墨鸭捕鱼的故事相比较，从而更有力地刻画出包身工所遭受的野蛮压榨与残酷迫害。显然，这是站在人性的立场，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的兽性进行道德的审判。可以说，对人性的追问和审思是革命文学作品的特征和底色。
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其实，作家们在一些革命者身上，会有意地适时张扬人性的特征，使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比如黄新是一个光辉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然而作家王愿坚并未将其刻画成“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她不让自己才五岁的妞儿抓腌制的豆角吃，文中借程同志的话语对她进行了批评：“看了这情景，我只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黄新是一个革命者，可她也是一位母亲，不能因为革命而苦了年幼的孩子，那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借助托孤行为，这位女革命者完成了母性的救赎。用鲁迅的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性与人性不应水火不容，而应交相辉映。因此，在解读文本时，一方面要充分了解革命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革命色彩，另一方面要透过外在的形象深入人物的内心，捕捉他们身上最朴素、最真实却又相当隐忍的情感。要知道，刚毅并不能遮蔽革命者的柔软，二者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就需要重点把握两点：第一，在文本释义（理解文本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想要解码革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需要从文本内容的表面挖掘他的革命性，更需要从个性化语言的背后挖掘他的人性；只有理解了人物的人性，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物的革命性。第二，通过问题引领（如“革命时期，人身上的什么品质最重要”）或任务驱动（如“当你面临小家和国家必舍其一的两难困境时，你会怎么办”），让学生能够结合自我阅历和真实感受评鉴革命文学作品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从而加深学生对革命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思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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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审美性”
相较于内容题材维度和主题思想维度的考量，“审美性”主要是针对学习目标的考量。虽然“革命文化方面的课文，思想性很强，但不可重道而轻文，把阅读课当成思政课”[2]。换言之，革命文化教学不能仅固守文本的革命性和思想性，进而让语文课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课。语文课程是融通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课程，尤其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所收录的都是文质兼美的作品，应通过其审美性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陶冶情操的育人功能。革命文学作品感情纯正浓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要让学生领略作品的美，做到以情动人。比如吟诵《沁园春·长沙》，要领略伟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青春豪情；涵泳《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要感受到鲁迅先生对为中国而死的革命青年的哀悼之情和对反动势力的痛恨之感；欣赏《百合花》，应滋润于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品读《包身工》，应油然而生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走狗的无比仇恨。可以说，革命文学作品的感情基调总体是昂扬的，能激起普通民众的革命豪情。有的作品感情基调虽有点悲凉，但并不消沉，让人心怀希望。如《记念刘和珍君》的结尾：“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又如《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结尾：“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些结尾都平添了亮色，表现出对未来必胜的信念。而《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等，色调更加明朗，洋溢根据地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的审美性，重在品析革命文学作品的语言美感。梳理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可以发现，被收录的革命文学作品体裁多样，有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杂文，还有诗歌、散文与小说等，它们在表达创新上各有所长，让读者在享受语言美感的同时，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革命文化思想的熏陶。通讯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事例典型，通过人物生动的语言刻画形象，以言见人。《百合花》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场面，而是抓住小通讯员、刚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和文工团员“我”之间的小的“纠葛”来写，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自然清新、优美柔和，茅盾曾夸赞《百合花》表现庄严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3]。《小二黑结婚》与《荷花淀》，一属“山药蛋派”，富有泥土气息，一属“荷花淀派”，充满诗情画意。二者风格迥异，可以引导学生作比较阅读，体味文学语言的多样化。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一方面要依凭文本语言，尤其是反映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语言或揭示主题思想的关键性语句、体现表达风格的特征性语句，需要对之着重揣摩和反复研读，以便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语言感知力；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思辨性问题和富有挑战性的鉴赏性任务，以便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语言审美力。图片
四、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传承性”
无论是对题材的考量，还是对主题的考量，抑或是对学习目标的考量，都不能将革命文化孤立地来进行认识和教学。有研究者强调，“革命文化一方面继承和丰盈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成为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现世价值，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4]。从中不难发现，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脉相承性，它们两者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产生源头和价值追求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革命文化无法脱离传统文化，而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但就革命文化教学而言，“这里确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后起的‘革命文化’和我们老祖宗独创的‘传统文化’能不能更紧密地衔接起来，更和谐地加以贯通”[5]。以《荷花淀》为例，“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正因为这些女子们爱家爱亲人，深深懂得有国才有家，才会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送丈夫到战场上去。水生的父亲也对水生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 家国情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自古有之，它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革命者以及普通民众，深受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浸润，身上不可能不打上传统的烙印。又如水生嘱咐水生嫂最重要的一句：“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不单纯是贞节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宁死不屈的高贵人格。还有前文提及的“水生嫂们”冒着生命风险去看自己的丈夫，更是传承了中华女子贤淑忠贞的美德。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保守的东西，比如“男女有别”思想，但并不损害革命者形象，反而使得人物塑造真实可信。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柔石，“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这种“迂”让柔石的革命形象变得可亲可爱。《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与“我”和新媳妇，因“男女有别”而产生了种种冲突，但我们不仅不认为人物思想封建，反而觉得军民之间就像“百合花”一样感情纯真。可见，对于一些不合革命潮流的传统方式，要持理性批判态度。鲁迅先生对“徒手请愿”的斗争手段就并不苟同：“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至于一些封建糟粕，与革命文化格格不入，则应受到贬斥与抛弃。正如《小二黑结婚》的结尾以戏谑的方式嘲讽三仙姑与二诸葛：“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就既要引导学生分析革命人物身上勇于突围、无畏生死的革命一面，也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他们与身俱来的传统的一面，进而将革命性与传统性有机地融嵌于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解读活动之中。此外，在研判和揭示革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也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主题思想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另一方面是从当下的角度去把握主题思想的借鉴性和启发性。图片
综上，从内容题材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女性群体，从解放妇女的立场感受革命的艰辛与伟大；从主题思想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在彰显革命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永恒的人性；从学习目标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的思想性与审美性同等重要，要蕴思于言、寓教于美；从文化传承角度看，革命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难以割裂，革命文化教学应兼具革命性与传统性的双重品质。革命文化教学只有兼顾这四“性”，才能在文本解读上做到充分理解与深刻把握，进而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做到有的放矢和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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